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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卒中具有发病率、致残率、复发率和死亡率均

高的特点，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［1］，

而卒中后疲劳（post-stroke fatigue，PSF）是脑卒中患

者的常见并发症［2］，是一种疾病状态，其特征是长

期、持续及过度缺乏精力［3］。PSF 常使患者身体虚

弱，并对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［4］。

PSF 是日常生活活动依赖的预测因子，与脑卒中患

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有关［5］。持续的疲劳会损

害注意力、动机和情绪，并会干扰躯体和认知康复，

从而限制康复策略的有效性［6］，但经常被医护人员

忽略。目前，PSF 的影响因素及发病机制尚不十分

明确，Wu 等［7］提出了 PSF 概念模型，表明 PSF 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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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疲劳的发生率及其心理社会相关的影响因素，为其预防及治疗奠定

理论基础。方法 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、疲劳严重程度量表（FSS）、抑郁自评量表（SDS）、简易精神状态

量表（MMSE）、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（SCSQ）、家庭关怀度指数测评表（APGAR）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（SSRS）

对 408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分析。结果 408 例脑卒中患者疲劳的发生率为 64.5%，单因素分析显

示，卒中后疲劳与年龄、婚姻状态、文化程度、家庭功能、抑郁、认知功能、应对方式、社会支持有关（均

P ＜ 0.05）。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，家庭功能（OR=3.205，P=0.027）、抑郁（OR=0.200，P=0.001）、消极应对

（OR=0.106，P=0.006）、客观支持（OR=2.312，P=0.003）是卒中后疲劳的预测因素。结论 脑卒中后疲劳的

发生率高，良好的家庭功能与较多的客观支持可作为卒中后疲劳的保护因素，抑郁和消极应对为卒中

后疲劳的危险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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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cidence of post-stroke fatigue and the related psychosocial 
factors， so as to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. Methods A total of 408 
patients with stroke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neral Questionnaire， Fatigue Severity Scale 

（FSS）， 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 （SDS）， Mini-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（MMSE），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
Questionnaire （SCSQ）， Family Care Index Together （APGAR） and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（SSRS）. 
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st-stroke fatigue among the 408 stroke patients was 64.5%. Single factor analysis 
showed that age， marital status， education， family function， depression， cognitive function， coping style and 
social support were related to post-stroke fatigue （P ＜ 0.05）. Multiple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
family function （OR=3.205，P=0.027）， depression（OR=0.200，P=0.001）， negative coping （OR=0.106，P=0.006） 
and objective support （OR=2.312，P=0.003） were predictors of post-stroke fatigu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. 
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post-stroke fatigue is high， good family function and more objective support can 
be used as protective factors for post-stroke fatigue.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coping were risk factors for post-
stroke fatigu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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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因素是多维的，疲劳的发生及持续可能涉及生物、

心理社会和行为现象的动态相互作用。在PSF早期，

生物学因素对疲劳影响较显著［8-9］，而当疾病对躯

体的直接影响逐渐降低后，心理和社会因素可能更

好地解释 PSF［10-11］，但在临床康复中尚未引起重视，

本文将探究临床中较易忽略的心理社会因素对 PSF

的影响，进而更全面地了解 PSF，为其临床防治与康

复提供理论依据。

一、对象与方法

1. 研究对象：选取 2017 年 8 月— 2018 年 4 月在

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入院的脑卒中患者共408例，

其中男性 239 例，女性 169 例，年龄 20～80 岁。纳入

标准：（1）符合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

的脑卒中诊断标准，且经头部 CT 或 MRI 诊断，并提

供相应报告；（2）意识清醒，生命体征平稳，能交流

配合者；（3）改良 Rankin 量表（Modified Rankin Scale，

mRS）评分≤ 2 分；（4）同意参与本研究者。排除标准：

（1）不能交流配合者；（2）存在系统性癌症与重症肝

肾疾病；（3）长期服用镇静药的患者。

2. 测评工具：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（包括性别、

年龄、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等）、mRS、疲劳严重程

度量表（Fatigue Severity Scale，FSS）、抑郁自评量表

（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，SDS）、简 易 精 神 状 态

量表（Mini-Mental State Examination，MMSE）、简易应

对 方 式 问 卷（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，

SCSQ）、家庭关怀度指数测评表（Family Care Index 

Together，APGAR）及 社 会 支 持 评 定 量 表（Social 

Support Revalued Scale，SSRS）进行横断面调查。由

3 位成员经过严格的统一培训并合格后，于 2017 年

8 月开始进行调查，问卷填写时间为 30 min，在调查

过程中患者若出现身体及精神状态不佳，可调整调

查时间或每个调查分多次进行，填写完成后当场收

回，回收后对调查表进行检查，保证研究资料的完

整性和准确性。（1）一般情况及疾病特征调查表：根

据研究目的和特点自行设计，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

和疾病特征资料（年龄、性别、文化程度、婚姻状况、

职业、家庭月收入、疾病类型、是否伴随其他疾病、

生活自理情况、是否有卒中前疲劳等）。（2）FSS［12］： 

对脑卒中患者的疲劳程度进行评估，包括9项内容，

每项评分为1～7分（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），各项累

加取平均分，评定标准：FSS ≥ 4 分为疲劳。（3）SDS：

用于评定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

化。SDS 有 20 个项目，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，

采用 4 级评分。将各项目的得分相加为总粗分，总

粗分乘以 1.25 后的整数部分为标准分。评分标准：

50～59 分为轻度抑郁，60～69 分为中度抑郁，70 分

及以上为重度抑郁［13］。（4）MMSE［14］：该量表被用作

认知障碍的筛选评估工具和总体认知功能的评定

检查。该量表内容为 5 个方面：定向力、即刻记忆、

注意力及计算力、延迟回忆和语言，有 19 个问题，

共 30 小项，每小项回答正确得 1 分，回答错误或不

回答为 0 分。（5）SCSQ［15］：共 20 个条目，分为积极应

对和消极应对 2 个因子。积极应对包括条目 1～12，

消极应对包括条目 13～20。问卷为自评量表，采

用 4 级评分，即不采用、偶尔采用、有时采用和经常

采用（0～3 分），应对方式倾向于两个因子中得分高

者。（6）APGAR［16］：用来评定家庭功能，反映个别家

庭成员对家庭功能的主观满意度。共 5 个项目，包

括适应度、合作度、成熟度、情感度及亲密度。采用

3 级评分，即经常、有时和几乎从不（2～0 分）。家庭

功能评价标准：0～3 分为严重障碍，4～6 分为中度

障碍，7～10分为良好。（7）SSRS［17］：该量表分为客观

支持（3条）、主观支持（4条）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（3 条） 

3 个维度，共计 10 个条目，每个维度得分为各维度

条目之和，3 个维度之和为社会支持总分。

3. 统计学方法：应用 SPSS 23.0 对数据进行整理

和统计学分析。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者，以均数±

标准差（x±s）表示，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分析；不符

合正态分布的资料，用 M（P25，P75）表示，采用非参

数检验的 Mann-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分析。计数

资料用 % 表示，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。将脑卒中

患者是否为 PSF 作为因变量（Y），将单因素分析有统

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（X），进行多因素非条件

Logistic 回归分析，其中自变量中的年龄、文化程度

为无序多分类变量，需要对其进行哑变量的设置， 

P ＜ 0.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二、结果

1. PSF 的发生率及其与一般资料的单因素分析：

见表 1。408 例脑卒中患者 FSS 的最高分为 6.4 分，

最低分为 1.6 分，平均（4.34±1.17）分。263 例患者

有疲劳的经历，145 例患者无疲劳的感受，脑卒中患

者疲劳的发生率为 64.5%。表 1 结果显示，两组患

者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婚姻状况、家庭功能、认知功

能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。

2. 两组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比较：见表 2。与

非疲劳组比较，疲劳组积极应对评分更低，消极应

对评分更高，客观支持、主观支持、支持利用度及社

会支持总分均偏低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 ＜ 0.0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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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组 SDS 评分结果显示，疲劳组有抑郁症状者有

247 例（82.9%），明显高于非疲劳组的16例（14.5%），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（χ2=163.795，P＜0.01）。

3. PSF 的 心 理 社 会 影 响 因 素 的 多 因 素 分 析：

见 表 3。 结 果 显 示，PSF 与 家 庭 功 能（OR=3.205，

P=0.027）、抑 郁（OR=0.200，P=0.001）、消 极 应 对

（OR=0.106，P=0.006）、客观支持（OR=2.312，P=0.003）

显著相关。

讨论 目前与 PSF 有关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，

仍存在争议。PSF 可能是脑组织损伤、免疫炎性反

应、神经内分泌改变及社会心理学等因素之间相互

作用的结果［7］。国内外对 PSF 的发生率报道不一，

23.4%～92% 不等［18-20］。PSF 在卒中后不同时间的

发生率不同，患者首次评估发生率为 30%～92%。

有研究认为 PSF 发生率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，

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［20］。本研究显示 PSF 的

发生率为 64.5%，可能由于入选人群、评估工具和时

间不同，以及 PSF 难以准确测量。

在社会心理学因素方面，本研究表明 PSF 与性

别无关，与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［21］。但有研究显示

女性 PSF 的发生率更高［22］，仅有一项研究提出男性

身体疲劳较明显［3］，可能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疲劳的

理解与表达上存在差异，导致结果不一。PSF 与年

龄的关系，有研究认为年龄越高患者发生 PSF 的可

能性越大［19］，也有研究认为年轻脑卒中患者比老年

患者更易发生 PSF［23］，王兵兵等［2］把脑卒中患者以

60 岁和 75 岁为界点分成 3 个年龄段，结果显示 PSF

与年龄之间呈 U 形曲线关系。多数研究认为认知功

能与 PSF 紧密相关［24-25］。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中显

示 PSF 与年龄、婚姻状态、文化程度和认知功能有

关，但在多因素分析中这种相关性不显著，说明 PSF

与年龄、婚姻、文化程度、认知功能之间可能间接关

联，或可被其他因素调节，所以年龄、婚姻、文化程

度、认知功能不能作为 PSF 的独立影响因素，与已

有的研究结果一致［26-28］。

有研究表明，缺乏社会支持与 PSF 的高发生率

有关［29］，与本研究结论一致。但在社会支持的不

同维度中，本研究仅发现客观支持与 PSF 有关，可

能是由于客观支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，是患者容易

切身感受到的实际存在，是满足他们生理、心理和

社会需求的基础，这也提示我们为脑卒中患者提供

较好的医疗服务，鼓励患者身边的人给予其更好的

物质基础及情感关怀，让患者感受到更多的客观支

持，可提高患者的心理安全感和满足感，有利于减

少 PSF 的发生，促进疾病的康复［30］。

本研究显示家庭功能障碍患者的 PSF 发生率较

高，以往研究也有类似结论［31］，可能是由于家庭功

能障碍会对患者的情绪及心理产生负面影响，造成

精神上的疲劳进而加重 PSF；也发现家庭功能中度

障碍患者PSF的发生率较重度障碍的高，笔者认为家

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（例，%）

项目
疲劳组

（n=263）

无疲劳组

（n=145）
χ2 值 P 值

性别

 男 145（60.7） 94（39.3）
3.620 0.06

 女 118（69.8） 51（30.2）

年龄（岁）

 ＜ 60 115（51.6） 108（48.4）

37.677 ＜ 0.05 60～75 124（78.0） 35（22.0）

 ＞ 75 24（92.3） 2（7.7）

文化程度

 小学及以下 114（75.5） 37（24.5）

12.792 ＜ 0.05 中学 131（58.2） 94（41.8）

 大学及以上 18（56.3） 14（43.7）

婚姻状况

 正常 183（56.3） 142（43.7）
46.356 ＜ 0.05

 其他 80（96.4） 3（3.6）

家庭功能

 良好 134（50.0） 134（50.0）
71.293 ＜ 0.05

 中 / 重度障碍 129（90.0） 11（10.0）

认知功能

 正常 226（68.7） 103（31.3）
13.285 ＜ 0.05

 认知障碍 37（46.8） 42（53.2）

  注：婚姻状态中正常婚姻指已婚且与配偶居住在一起，其他指

未婚、分居、离婚和丧偶

表2 两组患者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比较［分，x±s，M（P25，P75）］

组别 例数
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

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总分

疲劳组 263 1.250（1.083，1.333） 1.466±0.308 11.000 （9.000，13.000） 19.780±3.457 5.000（5.000，7.000） 36.110±6.119

非疲劳组 145 1.583（1.417，1.750） 1.061±0.248 11.000 （13.000，13.000） 24.807±3.069 5.000（6.000，8.000） 44.697±4.672

t/Z 值 -10.833 -14.491 -10.804 14.619 -8.047 15.866

P 值 ＜ 0.05 ＜ 0.05 ＜ 0.05 ＜ 0.05 ＜ 0.05 ＜ 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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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功能重度障碍患者可能会出现情感淡漠以及感知

觉降低，造成对疲劳的感知不如中度障碍患者敏感。

抑郁和疲劳可能是两个独立的过程，两者之间

的关系尚不清楚［32］。大多数研究发现 PSF 与抑郁

明显相关［33］，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，抑郁可能是长

期疲劳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有研究却未能观察到这种

相关性［34］。最新研究报道疲劳和抑郁高度相关但

有区别：疲劳与下肢运动功能下降直接相关，通过

抑郁症状与认知能力间接相关；而抑郁与认知能力

直接相关，通过疲劳与运动性间接相关［35］。但目前

研究均存在局限性，很难区分出疲劳是 PSF 还是抑

郁的伴发症状，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明确抑郁与疲

劳的关系。

应对方式是神经心理学疾病发病机制的关键

因素，是个体在应激时所做出的认知行为措施，与

人格特点密切相关［36］。本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患者

的 PSF 发生率较高，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［24］，可能

因为在对疾病的适应过程中若采取消极应对，不但

不能解决问题，还容易产生恶劣心境，进而加重病

情。因此，了解卒中后患者的心理特点，矫正其不

良的应对方式，采取相关的心理社会干预可能会改

善 PSF。

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，一是选取的研究对象为

同一医院的脑卒中患者，样本缺少代表性，未来需

扩大研究范围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；二是本研究为

横断面调查，而 PSF 的严重程度会随着疾病本身的

恢复也会发生变化，因此需要对不同时期的 PSF 患

者进行纵向研究；进一步的研究可增加客观实验指

标来弥补主观指标的不足。影响 PSF 的因素是多方

面的，对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需要进一步

探索，为临床康复提供理论依据。临床治疗中对社

会心理因素方面尚未足够重视，在未来的临床康复

中需要从生物、心理、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疗，改

善 PSF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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